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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11—2023 年中国 A 股上市新能源汽车企业样本,运用理论建模、计量分析与系统模拟的多层次

研究方法,系统考察政府补贴对协同创新的影响机制。 研究发现:基准回归估计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

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在东部地区和特定市场结构中这种效应更为显著。 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揭示:市场结构

在政府补贴促进协同创新过程中发挥关键中介作用,而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和市场环境成熟度则具有正向调节效

应。 深入的面板分析发现:补贴不仅提升了协同创新的效率,还增强了创新产出的持续性。 基于改进的 NK 模

型的仿真结果表明:政府补贴能够通过提升协同创新的最优水平或减缓其波动来优化创新系统的整体表现,但
这种优化效果在不同区域间存在系统性差异。 从整合多学科视角构建了政府补贴—市场结构—协同创新的分

析框架,系统识别了补贴效应的边界条件,为新兴产业政策精准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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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sample of Chinese A-share listed new energy vehicle companies from 2011 to

2023, this study employs a multi-methodological approach integrating theoretical modeling, econometric analysis, and
system simulation to examine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government subsidies influenc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ur baseline model estimates demonstrate that government subsidi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firm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with notably stronger effects emerging in eastern regions and under specific market

structures. Through mechanism analysis, this study identifies market structure as a critical mediating channel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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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idy-innovation relationship, whil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sophistication and market environment maturity serve as

positive moderating factors. Moreover, panel analysis reveals that subsidies enhance both the immediate efficiency and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of innovation outputs. Simulation results derived from an enhanced NK model suggest that

government subsidies optimize innovation system performance through dual mechanisms: increasing the optimal level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reducing performance fluctuations, though these effects exhibit systematic regional

heterogeneity. By synthesizing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develops an integr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connecting government subsidies, market 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while systematically delineating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subsidy effectivenes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robust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precise policy design in emerging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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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全球能源革命和汽车产

业变革的战略制高点,不仅代表着传统汽车工业

的转型方向,更承载着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碳中

和的重要使命。 随着数字技术与新能源技术的加

速融合,这一领域正在经历深刻的技术范式转变。
在此背景下,一个核心问题日益凸显:在技术体系

高度复杂且市场环境快速变革的条件下,政府补

贴等政策工具如何有效引导和促进企业创新? 这

一问题在中国情境下尤为突出。 尽管补贴政策推

动了产业规模的快速扩张,但在整车集成和智能

控制等领域的核心技术创新仍相对滞后,与全球

领先企业的差距凸显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1]。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政府补贴与产业创新的

关系展开了广泛讨论。 从理论基础看,这一议题

体现了多重理论维度的交织。 熊彼特创新理论阐

明了创新的本质特征: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

创造性破坏过程,需要持续的资源投入和风险承

担[2]。 内生增长理论通过知识外溢效应和规模报

酬递增特征,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3]。 产

业组织理论则揭示了市场结构在政府干预与创新

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4 - 5]。 这些理论视角的结合

为理解政府补贴的创新激励机制提供了重要

支撑。
然而,现有研究在解释政府补贴与协同创新

关系方面仍存在 3 个关键局限。 第一,在分析框架

方面,已有研究过度依赖一般性创新激励理论[2],
难以有效刻画数字时代产业转型中协同创新的演

化特征。 其政策分析框架未能充分处理创新政策

制定的内生性问题,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则

过于简化了多层级治理的复杂性[6]。 第二,在机

制识别方面,现有文献主要聚焦政府补贴对创新

绩效的直接影响[7],未能准确识别补贴效应的异

质性环境区间,也缺乏从市场结构视角探讨政府

补贴促进协同创新的微观作用机理。 第三,在情

境考量方面,数字技术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深度

融合正在重塑创新的基本逻辑。 数据驱动的创新

模式[8]和市场环境的动态变化对传统补贴政策理

论提出了根本性挑战。 这些局限制约了我们对政

府补贴作用机制的深入理解。
为弥补上述不足,本文构建了一个跨学科的

综合分析框架,重点探讨以下 3 个核心问题。 第

一,补贴的结构效应。 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分析

不同市场结构下补贴对协同创新的差异化影响。
第二,补贴的机制效应。 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框架,
识别政府补贴、市场结构与协同创新之间的关系

链条。 第三,补贴的内生性问题。 从创新生态系

统视角,揭示外部环境对补贴实施效果的影响

机制。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理论建模—实证检

验—仿真分析”的多层次策略:首先,构建包含异

质性企业、战略互动和政府补贴的多部门模型,为
分析提供理论基础;其次,基于 2011—2023 年中国

A 股上市新能源汽车企业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进行基准估计,并通过 PSM-DID 和工具变量等方

法提供稳健性证据,运用中介效应和交互项分析

识别具体作用机制;最后,基于改进的 NK 模型,通
过仿真探索协同创新的演化特征。

本文研究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

面。 首先,构建了多部门理论模型,融合创新经济

学与新经济地理学要素,提出了补贴效应的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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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分析框架。 这一框架从强度维度、作用维

度和环境维度系统分析补贴效应,为识别政策边

界条件提供了新视角。 其次,在方法论层面创新

性地采用多层次研究策略,不仅提升了结论可靠

性,还为复杂创新系统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最

后,基于中国情境,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

政府补贴的作用机制,丰富了创新政策研究的理

论内涵。
这些理论对创新政策研究和产业发展实践均

具有重要意义。 在理论层面,本文深化了对政府

补贴传导机制和效应异质性的理解,推进了创新

政策研究的理论前沿。 在实践层面,为优化新能

源汽车产业补贴政策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指导。 特

别是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本文研究结

果对提升政府补贴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具有直接的

参考价值。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政府补贴对协同创新的影响

作为纾解创新市场失灵的重要工具,政府补

贴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存在理论争议。 现

有文献主要形成了 3 种理论视角:补贴促进论、补
贴无效论与补贴条件论[8 - 10] 。

补贴促进论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和资源基础

观,认为政府补贴通过两条核心路径促进企业协

同创新。 首先,补贴直接缓解了企业创新的资金

约束,降低了研发投入的沉没成本风险,促使企业

更愿意将资源配置于长期、高风险的协同创新活

动[11]。 其次,补贴传递了政策支持的积极信号,不
仅增强了企业开展协同创新的信心,还提升了其

在创新网络中的吸引力,促进了创新资源的流动

与整合[12]。
补贴无效论则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和“政府失

灵”视角,对政府干预的有效性提出了系统性质

疑。 认为政府补贴存在资源错配和激励扭曲的内

在风险。 一方面,信息不对称,政府难以精准识别

最具创新潜力的企业,导致补贴资源分配效率低

下[13 - 14]。 另一方面,补贴可能产生“替代效应”而
非“加成效应”,降低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积极

性[9]。 如试点城市政策扩大了补贴规模,但企业

的突破性创新能力和专利质量并未同步提升,可
见补贴可能存在效率损失[15]。

针对上述理论分歧,补贴条件论提出了一个

更为平衡的分析框架,强调补贴效果受多层次情

境因素的影响[10]。 这一理论流派从 3 个层面阐释

了补贴效果的差异化机制。 企业层面,资源禀赋

和吸收能力是关键影响变量。 研发能力强、组织

学习效率高的企业能够更充分地利用补贴资

源[16 - 17]。 市场层面,市场竞争显著影响着政府补

贴与实用新型创新的关系,且企业的竞争实力越

强,盈利能力和研发基础通常也越为雄厚,政府补

贴对这些企业的正向影响通常会更加突出[18]。 政

策层面,补贴工具的设计特征(如激励强度、时序

安排和退出机制)显著影响政策效果。 税收抵免

与直接补贴的政策组合在促进创新网络形成方面

表现优异,但这种协同效应在不同行业和企业间

存在显著差异[5]。
可见,补贴的制定与实施并不存在普适性的

规律,其创新激励效应的有效发挥存在一定的约

束条件。 考虑到企业处于动态性与多样性的市场

结构中,若将企业视为一类整体探讨政府补贴对

协同创新的影响,则可能因缺乏全面性而忽视影

响的差异化特点。
基于制度嵌入性理论框架,政府补贴作为产

业制度环境的关键要素之一,能够引导和规范新

能源汽车产业的市场结构。 这种制度嵌入过程促

使市场结构呈现动态调整的特征。 结合产业组织

理论,市场结构既受补贴影响,又作用于协同创

新,从而作为制度环境与微观行为的联结纽带,在
政府补贴促进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能够将制度嵌入效应转化为协同创新系统的演化

动能。 有文献从补贴的市场导向性、补贴的实施

效果、产业发展现状和政策实施成本角度,对市场

结构这一途径进行了探究。 从补贴的市场导向性

来看,补贴政策的制定仍需发挥尊重市场的资源

调配决定作用。 从补贴的实施效果来看,并非所

有企业都能够及时获取补贴所传达的信息,从而

获得创新收益[19],而需依靠市场行为传达利好信

号。 从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现状来看,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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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从政策驱动型转变为政策和市场双轮驱动

型,且这种趋势表现出持续性和上升性[20]。 因此,
应结合产业发展阶段,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采取政

策和市场综合措施引导创新[21]。 从政策的实施成

本来看,补贴政策的实施成本通常低于价格折扣

政策,因此政府更倾向于使用补贴进行激励[22]。
综合上述理论分类和实证证据,本文认为政

府补贴对协同创新的影响既取决于补贴本身的资

源效应和信号效应,又通过市场结构这一情境因

素发挥作用。 由此提出研究假设 H1a、假设 H1b
和假设 H2。

H1a:政府补贴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协同创新

有正向影响。
H1b:政府补贴对协同创新的促进作用因地区

市场结构的异质性而存在差异。
H2:市场结构在政府补贴促进新能源汽车企

业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二)数字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对协同创新补

贴效应的调节作用

数字基础设施与市场环境作为影响协同创新

生态系统的关键环境因素,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能够系统性地调节政府补贴对协同创新的促进

效应。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知识流动和资源整合的基

础条件支撑,通过 3 条核心路径调节补贴政策的协

同创新推动效应。 首先,数字基础设施通过降低

信息获取成本和优化信息流通机制,显著增强了

企业对补贴信号的敏感度与响应速度。 基于数字

平台的大规模信息交互,能够使企业更高效地识

别、解析和利用政策信息[23]。 网络基础设施作为

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扩大企业的

信息获取范围,降低信息获取的成本,从而促进信

息交互,为协同创新积累信息基础[24]。 其次,数字

基础设施通过重构创新主体间的连接方式,扩展

了企业的协同创新网络边界。 协同创新网络边界

的拓展能够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进一步提升网

络的价值,形成资源的集聚效应,使企业能够获得

更多的、更大范围的技术溢出,从而为协同创新提

供技术和知识支撑。 如基于虚拟协作平台的知识

共享机制有效突破了地理距离的限制,促进了不

同知识的融合与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25]。 最后,
数字基础设施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和决策智能化

水平,优化了补贴的分配效率。 可与政府治理配

合改善创新条件,增加创新主体间的关联,双轮驱

动提升协同创新[25]。 智能算法和大数据分析技术

显著增强了政府识别高潜力项目和评估政策实施

效果的能力[26]。 上述研究大多是从企业内部视角

出发,未能将数字基础设施作为外部调节因素,纳
入补贴的协同创新促进效应框架中,且较少关注

数字基础设施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对协同创新主体

的吸引力,进而提出政府补贴的对应侧重方向。
市场环境作为塑造创新激励结构的重要框

架,同样深刻调节着补贴的创新效应。 在新能源

汽车领域,市场环境在产业驱动机制和发展趋势

中的作用日益增强。 具体而言,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驱动机制,已从单一的政策驱动演变为政策与

市场双轮驱动[20]。 政策支持力度和市场最大产量

对产业发展趋势的影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

出明显差异。 前者的影响在市场导入阶段更显

著,而后者的影响则在产业发展后期更为突出[21]。
因此,应结合产业发展阶段采取综合性和针对性

措施,运用系统化、可持续的政策工具以鼓励技术

创新。 从市场环境对政府补贴效果的影响来看,
市场竞争显著调节了政府补贴与实用新型创新的

关系,且企业的竞争实力越强,盈利能力和研发基

础越雄厚。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补贴对这些企业

的正向影响通常会更加突出[18]。 可见,一个公平、
竞争、开放的市场环境能够进一步激发企业的协

同创新动力。 但上述研究少有立足于异质性市场

环境角度,探究市场环境在协同创新的补贴效应

中的调节作用。
综合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证据,本文认为数

字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作为关键因素,调节着政

府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的促进效应。 由此提出研

究假设 H3 以及假设 H3a、假设 H3b。
H3:数字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对政府补贴的

创新激励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H3a:数字基础设施对政府补贴的创新激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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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H3b:市场环境越健全,政府补贴对协同创新

的促进作用越强。
基于上述文献研究和理论预期,本文构建了

政府补贴影响新能源汽车企业协同创新的理论框

架(见图 1)。 该框架从制度环境与组织行为的双

重视角,揭示了一个以企业为核心、多层次交互的

创新生态系统:政府补贴通过优化市场结构这一

中介机制,为企业协同创新提供支持和引导;数字

基础设施、市场环境作为外部环境因素调节补贴

效果。 在这一框架下,新能源汽车企业作为创新

主体,积极嵌入开放的产学研网络,实现资源与知

识的高效流动与整合,从而提升补贴资源的使用

效率,推动产业发展和竞争力提升。

图 1　 研究概念模型

二、理论模型

为进一步验证补贴对协同创新的影响,本节

使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 Fujita 等[27] 的模型框

架为基础,整合空间经济学的相关要素,并结合其

他相关理论[28 - 30],构建一个多部门模型。
(一)基本假设

假定存在地区 r 和地区 s 两个类似的、对称的

地区,每个地区都有一个单一的初级生产要素。
两地区均包含农业部门 (A)、 中间品部门 (X) 与

最终工业制成品部门 (M) 三大生产部门。 其中,
农业部门遵循瓦尔拉斯均衡条件,生产同质化产

品,满足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且产品交易不存在成

本。 中间品部门和最终工业制成品部门遵循迪克

西特—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均衡,其特点是收

益递增、垄断竞争和冰山贸易成本,两部门内企业

具有不变的边际生产成本和固定成本[27]。
(二)市场机制下的模型分析

1. 消费者需求

假设两地区消费者具有柯布—道格拉斯型偏

好,其效用函数为:

U = Cμ
M C1 -μ

A ,CM = ∫n
0
qρM

M,idi( )
1
ρM

,

CA = ∫n
0
qρA

A,idi( )
1
ρA

(1)

式(1)中, U 为消费者总效应; CM 为工业制成

品的消费组合。 在该组合中,各类工业制成品之

间存在替代关系, ρM 为消费偏好系数, σM 为任意

两种工业制成品间的替代弹性。 CA 为农产品的消

费组合, 0 < μ < ρM(ρA) < 1。 消费约束 E 除包含

工资 水 平 外, 还 包 括 通 勤 成 本 (θx) 和 地 租

(R(x)) [31],其中 x 为消费者居住地到市中心的距

离,则有:

PACA + PMCM + θx + R(x)
δ = E (2)

式(2)中, δ 为每单位建筑土地的住房建筑面

积; R(x)
δ 为消费者居住在 x 处支付的价格;工业

产品价格指数为 PM = ∫n
0
p1 -σM

M,i di( )
1

1-σM [27]。 因此,

在既定的消费约束 E 下,可以根据消费者效用最

大化求解出工业产品 i 的需求:

qM,i =
E - θx - R(x)

δ( )n - 1
σMμ

PM
(3)

下面将分地区讨论均衡产品需求,其中由于

农产品为同质品,不作单独讨论。 结合式(1),地
区 r 的最终工业制成品消费量为:

CM,r = ∫
nr

i = 0

qρM

M,i,rrdi + ∫
ns

i = 0

qρM

M,i,srdi( )
1
ρM

(4)

式(4)中,地区 r 的最终工业制成品消费需求

包含双重来源: qM,i,rr 表示地区 r 消费者对于本地

最终产品 i的需求, qM,i,sr 表示地区 r消费者对于地

区 s 最终产品 i 的需求。 根据式(4)可以得到地区

r 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对应的最终产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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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M,i,rr =
Er - θx -

Rr(x)
δ( )n - 1

σMμ

PM,i,rr
,

qM,i,sr =
Er - θx -

Rr(x)
δ( )n - 1

σMμ

PM,i,sr
(5)

根据 Samuelson[32]和 Fujita 等[27]的研究,地区

r 与地区 s 间存在冰山贸易成本,则有:
pM,i,sr = τpM,i,s,pM,i,rs = τpM,i,r (6)

式(6)中, τ 为冰山运输成本; pM,i,sr 表示消费

者在地区 r 购买地区 s 的最终产品 i 的价格; pM,i,s

表示消费者在地区 s 购买当地产品 i 的价格; pM,i,rs

和 pM,i,r 可作相应理解。 则 r 地区关于最终产品 i
的总需求 qM,i,r 为:

qM,i,r = qM,i,rr + qM,i,rs =

Er - θx -
Rr(x)

δ( )n - 1
σMμ

PM,i,rr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本地需求

+
Es - θx -

Rr(x)
δ( )n - 1

σMμ

PM,i,rs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外地需求

=
Er - θx -

Rr(x)
δ( )n- 1

σMμ+
Es - θx -

Rr(x)
δ( )n- 1

σMμ

τ
PM,i,r

(7)
2. 生产部门

借鉴相关模型设定[28 - 29,33],假设最终工业制

成品企业的生产成本结构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

本,生产要素由劳动 (w)、 中间产品 (χ)、 资源

( t)、 协同创新 (g) 构成, 则其生产成本函数为:
CM,i,r = kw1 -φ-χ-h

r tr φ Pχ
X,r gM,i,r

h(qM,i,r vM + fM)
(8)

式(8)中, k≡(φ +χ +h)φ+χ+h (1 -φ -χ -h)1-φ-χ-h,
φ、 χ、 h 分别为资源投入、中间品投入、协同创新投

入在总成本中所占份额; wr 为劳动力投入的要素

价格; tr 为资源投入的要素价格, gM,i,r 为协同创新

投入的要素价格; fM 和 vM 分别为上述固定组合对

应的单位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边际投入); PX,r

为本地(地区 r) 中间品价格指数,可表示为:

PX,r = ∫n r

0
p1 -σX

X,z,rdi( )
1

1-σX

(9)

式(9)中, z 代表 r 地区的某中间厂商; nr 为地

区 r 的中间厂商数目。 借鉴田秀娟等[34] 的思路,
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假设技术水平为 Ai,r; δ 为技术

应用转化因子; δAi,r 为技术对企业效率的提升水

平;
gM,i,r

δ Ai,r
刻画了技术对原有问题的改进,设定协同

创新函数为 Ii,r。 地区 r 中最终工业制成品生产企

业 i 的利润函数为:

πM,i,r = δAi,r pM,i,rqM,i,r - CM,i,r +
gM,i,r

δAi,r
Ii,r

(10)
对协同创新投入 Ii,r 求偏导可以得到其对企业

利润的边际影响:
dπM,i,r

dIi,r
> 0。由此,可以得到以下

命题:协同创新对最终工业制成品生产企业的利

润有积极影响。 可以说明企业开展协同创新的内

在驱动力。
(三)政府补贴下的模型分析

借鉴李柏洲等[30] 的模型设定,政府对企业的

协同创新行为给予补贴,假设企业获得的补贴为

aCM,i,r, 其中 a (a ∈ [0,1]) 为政府补贴力度,则
地区 r 中最终工业制成品生产企业 i 的利润函

数为:

πM,i,r = δAi,r pM,i,r qM,i,r - aCM,i,r +
gM,i,r

δAi,r
Ii,r

(11)
式(11)中,生产成本为:
CM,i,r = kw1 -φ-χ-h

r tr φ Pχ
X,r gM,i,r

h(qM,i,r vM + fM)
(12)

对比式(10)和式(11)可知,企业利润在受价

格、需求、投入等要素影响之外,还会受政府补贴

的正向影响。 当企业受到补贴影响,作出利润最

大化决策时,协同创新投入 Ii,r 也会受到影响。 因

此,政府有必要通过补贴降低企业成本,增加企业

利润,以此作为激发协同创新的可行手段。 计算

协同创新 Ii,r 对政府补贴 a 的导数,可得
dIi,r
da > 0。

从而可知,政府补贴对协同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这种影响具有以下特点:政府可通过成本补贴对

协同创新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进行支持,降低企业

的成本压力从而增加盈利,利润作为内在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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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升企业的协同创新投入能力。
下面以地区 r 为例,探讨政府补贴影响的传导

机制。 由于价格指数影响着市场结构[35],且可作

为反映市场结构的一个参考指标,这里使用中间

品价格指数 PX,r 代表市场结构,结合式(11)求导

可知,
dPX,r

da > 0 且
dIi,r
dPX,r

> 0。 通过此求导结果可

知,政府补贴对市场结构有着正向影响,市场结构

对协同创新也有着正向影响。 即政府补贴会通过

提升市场结构对协同创新产生正向影响。
下面结合式(11)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对补贴效

应的影响,在企业的技术水平 Ai,r 中引入数字基础

设施[36 - 37],可得:

Ai,r = ar Ωλ
r ,Ωr=∑

N

r = 1
e -jd rs tr (13)

式(13)中, ar 表示地区 r 与技术创新相关的

异质性因素,如数字基础设施等; Ωr 表示地区 r 受
到的互联网基础设施集聚外部性,由整个协同创

新网络中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密度 t 复合而成;
j 表示具有外部性的空间衰减速率; drs 表示城市 r、
s 之间的地理距离。 将式(13)代入式(11)并求导

可得
d2 Ii,r
dad Ωr

> 0。 可见,当数字基础设施水平 Ωr

上升时,政府补贴对协同创新的影响
dIi,r
da 上升。

且因为
dIi,r
da > 0,则Ωr 上升会导致因政府补贴 a的

变化所引起的协同创新 Ii,r 边际变化变强。 即数字

基础设施在政府补贴影响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发挥

了正向调节作用。
下面考察市场环境对补贴效应的影响,由于

中间品价格影响着企业所面临的生存环境[38],因
此这里使用中间品价格 pX,z,r 代指市场环境。 对式

(11)进一步求导可得
d2 Ii,r

dadpX,z,r
> 0。 可见,市场环

境在政府补贴影响协同创新的过程中也发挥了正

向调节作用。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数据处理与变量说明

国务院于 2010 年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国务院

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加
快培育和发展包括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内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 因此,本文选取 2011—2023 年中国 A
股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企
业样本数共 106 家。 数据主要来源于 Wind 等数

据库、CNRDS 平台,以及各省份与各地级市的统

计年鉴。 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剔除不合

格样本:排除连续 3 年被标记为∗ST、ST 的样本,
以及相关指标缺失严重的样本;剔除非持续经营

样本。 处理异常值:对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1%
的缩尾处理;对部分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对部

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充。 设定如下固

定效应模型:
lncoli,t = ρ0 + ρ1 lnsubi,t + ρ2X i,t + Year +

Province + εi,t (14)
式(14)中, i 代表企业; t 代表年份; lncoli,t 是

协同创新的衡量指标; lnsubi,t 是政府补贴的衡量

指标; X 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Year 是年份固定效

应; Province 是省份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误差项。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协同创新。 采用“联合

申请获得专利”作为协同创新的代理变量[39]。 本

文的解释变量为政府补贴。 采用相关企业获得的

“年度总补贴额”作为政府补贴的代理变量。
根据理论分析中出现的变量,并参考相关研

究[40 - 49],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层面控制

变量、省市层面控制变量和产业链、供应链层面控

制变量。 对这 3 个层面中的部分控制变量进行标

准化处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降维,测算出企

业内部运营指标,省市宏观环境指标,产业链、供
应链指标(见表 1)。

表 1　 变量符号表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含义

被解释变量 lncol ln(企业联合申请获得专利数量 + 1)

解释变量 lnsub ln(政府补贴 + 1)

中介变量 HHI 赫芬达尔指数

调节变量
lndiginf

使用主成分分析,结合每百人互联网用
户数、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人均电
信业务总量 3 个指标

lnmarind ln(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维护市场的法
治环境 + 1)

控制变量

lnc_mac ln(省市宏观指标 + 1)
lnc_cha ln(产业链、供应链指标 + 1)
lnc_int ln(企业内部运营指标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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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基准回归

表 2 是基准回归的结果。 第(1)列是未控制

固定效应的结果,第(2)列是仅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的结果,第(3)列则同时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和省份

固定效应。 从第(3)列的回归结果看,政府补贴对

新能源汽车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在 1% 的显著性

水平下为正。 说明整体上政府补贴的提升有利于

企业协同创新。 以上基准回归结果验证了研究假

设 H1a。
表 2　 政府补贴对企业协同创新影响的基准回归

变量
(1) (2) (3)

lncol

lnsub 0. 203∗∗∗ 0. 193∗∗∗ 0. 203∗∗∗

(0. 061) (0. 058) (0. 058)

lnc_mac 0. 036 0. 003 - 0. 010
(0. 085) (0. 076) (0. 214)

lnc_cha 0. 045 0. 068 0. 035
(0. 054) (0. 055) (0. 055)

lnc_int - 0. 003 - 0. 160∗∗ 0. 103
(0. 110) (0. 077) (0. 116)

Constant - 2. 639∗∗ - 2. 123∗∗ - 2. 791∗∗∗

(1. 154) (1. 007) (1. 057)
N 1 378 1 378 1 378

Number of id 106 106 106
Controls 是 是 是

Year FE 否 是 是

Province FE 否 否 是

Adj-R2 0. 110 0. 197 0. 200
注:∗∗∗、∗∗、∗分别表示在 p < 0. 01、 p < 0. 05、 p < 0. 1 时有统计学
意义。 括号内是在企业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下同。

本文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政府补贴能够促进

协同创新,这与 Wang 等[50]的结论基本一致,支持

了“补贴促进论”的理论视角,证实了在新能源汽

车产业,政府干预纠正创新市场失灵方面的有效

性。 结合实际情况来看,精准的政府补贴和合理

的市场结构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发挥“有为政府”
和“有效市场”的双重作用,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和

要素,为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发展营造适宜的环境,
帮助企业识别自身的比较优势,推动协同创新。
当前,新能源汽车产业处于市场结构变动时期,尚
未出现大型垄断企业,这为企业间的技术交流和

技术升级提供了可能。 在市场结构变迁的过程

中,市场发挥着主导作用,直接影响企业行为。 政

府则发挥着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补贴等方式引

导企业行为。 然而,政府补贴也有可能产生“挤出

效应”,削弱补贴的实际效果。 因此,本文将进一

步根据地区和市场结构的差异,开展异质性分析,

探讨当前新能源汽车补贴的最佳策略。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基准回归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

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内生

性问题。
(四)异质性分析

1. 基于地区差异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将样本按照所属地区划分为东部、中部、
西部、东北四大部分,进行分组回归分析。 结果如

表 3 所示,仅东部地区的样本结果显著。 这说明,
政府补贴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协同创新在不同地

区中有着不同影响,政府补贴对于东部地区新能

源汽车企业的协同创新促进作用更明显。
表 3　 地区异质性分析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1) (2) (3) (4)
lncol

lnsub
0. 236∗∗∗ 0. 011 0. 151 - 1. 087
(0. 067) (0. 037) (0. 219) (0. 529)

N 1 084 183 72 39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Year FE 是 是 是 是

Province FE 是 是 是 是

Adj R2 0. 197 0. 279 0. 213 0. 384

上述地区异质性可能源于多个关键因素,何
瑶等[51]从产业网络视角指出,在新能源汽车产业

中,企业更倾向于将总部设在价值链关键环节所

在的城市,这些城市在产业链和产业网络中具有

较强的吸引力或辐射力,且全部位于东部地区,具
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信息流通环境。 这种企业选

址偏好与城市经济地位的结合,促成了东部地区

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系网络的形成,基于这一协同

创新网络,东部地区的政策制度因其良好的邻近

性和协同性,进一步推动了协同创新。
2. 基于市场结构的异质性分析

随后本文按照表 4 所示的市场结构进行了分

组回归,其中 HHI 为赫芬达尔指数。 结果如表 5
所示,在竞争型的市场结构中,政府补贴对新能源

汽车企业的协同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说

明,政府补贴对协同创新的影响存在市场结构差

异。 上述异质性分析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 H1b。
这一发现与“补贴条件论”相呼应,揭示了补贴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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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以 HHI 为基准的市场结构分类

市场结构
寡占型 竞争型

高寡占 I 型 高寡占 II 型 低寡占 I 型 低寡占 II 型 竞争 I 型 竞争 II 型
HHI 值 10 000 > HHI≥3 000 3 000 > HHI≥1 800 1 800 > HHI≥1 400 1 400 > HHI≥1 000 1 000 > HHI≥500 500 > HHI

表 5　 市场结构异质性分析

变量

高寡占
I 型

高寡占
II 型

低寡占
I 型

低寡占
II 型

竞争
I 型

竞争
II 型

(1) (2) (3) (4) (5) (6)
lncol

lnsub
0. 219∗ 0. 131∗∗ 0. 324∗ 0. 384 0. 214∗∗ 0. 263∗∗

(0. 113) (0. 062) (0. 178) (0. 309) (0. 088) (0. 100)
N 105 503 75 66 540 70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Year 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Province 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Adj-R2 0. 635 0. 224 0. 509 0. 182 0. 191 0. 279

果的情境差异性。 其可能的原因是,补贴能为尚

未占据明显市场优势地位的新能源汽车企业缓解

部分资金压力,帮助其积极地扩大产能和市场份

额。 而对于处于寡占型市场中的企业,由于已具

备一定的规模优势和市场地位,能够调配产业链

上的充足资源并降低成本[52],因此在开展协同创

新时,这些企业对政府补贴的依赖性相对较低。
(五)中介效应分析

依据前文的分析,政府补贴主要通过影响市

场结构来促进协同创新。 不同于三段式的中介机

制[53],增加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54 - 57],
建立如下四段式中介效应模型,并通过 Sobel 检验

和 Bootstrap 检验对结果做进一步判断。
HHIi,t = β0 + β1 lnsubi,t + β2X i,t + Year +

Province + εi,t (15)
lnsubi,t = α0 + α1HHIi,t + α2X i,t + Year +

Province + εi,t (16)
lnsubi,t = γ0 + γ1HHIi,t + γ2 lncoli,t + γ3X i,t +

Year + Province + εi,t (17)
式(17)中, i 代表企业; t 代表年份; lnsubi,t 是

被解释变量; lncoli,t 表示核心解释变量; HHIi,t 代
表中介变量,仍为赫芬达尔指数。 其他变量选取

与实证模型(14)一致。 结果如表 6 所示。 根据

Sobel 检验和 Bootstrap 检验的结果,在新能源汽车

产业,政府补贴会通过提升市场结构来促进企业

协同创新。 本文假设 H2 得到验证。
上述结果与现实情况相符,得益于补贴政策

的精准助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目前处于市场驱

表 6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HHI lncol lncol

lnbutie 0. 006∗∗∗

(0. 002)
— 0. 195∗∗∗

(0. 028)

HHI — 1. 948∗∗∗

(0. 421)
1. 381∗∗∗

(0. 404)

Constant 0. 076∗∗

(0. 038)
1. 085∗∗∗

(0. 369)
- 2. 897∗∗∗

(0. 633)
N 1 378

Sobel 检验
0. 008∗∗∗

(0. 003)
Bootstrap 置信区间 [0. 144, 0. 255]

Controls 是

Year FE 是

Province FE 是

Adj-R2 0. 135 0. 119 0. 209

动为主的高速发展阶段。 政府补贴不仅推动了产

业发展,也在塑造健康的市场结构方面发挥着指

导和规范作用。 随着市场结构和国内外竞争环境

的变化,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呈现出一种既竞争

又合作的创新生态。 在这一产业生态中,大型企

业能够凭借自身的独特优势,积极参与协同创新。
(六)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两个方面探

讨调节效应。 其中,数字基础设施仍采用主成分

分析法进行衡量,分项数据为每百人互联网用户

数、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3
个省级指标[58]。 市场环境采用“市场中介组织发

育和维护市场的法治环境” 这一省级指标来衡

量[19],并根据中位数大小划分为两组。 在构建交

乘项时,对相关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lncoli,t = θ1 + θ2 lnsubi,t + θ3 sub × diginfi,t +

θ4 lndiginfi,t + θ5X i,t + Year + Province + εi,t (18)
lncoli,t = η1 + η2 lnsubi,t + η3 sub × marindi,t +

η4 lnmarindi,t + η5X i,t + Year + Province + εi,t

(19)
表 7 第(1)列、第(2)列回归结果显示,政府补

贴对协同创新的正向影响会受到数字基础设施和

市场环境的正向调节。 以上调节效应结果验证了

研究假设 H3 和假设 H3a。 第(3)列、第(4)列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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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在市场环境发展较好的地区,政府补贴

对协同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此结果验证了

研究假设 H3b。 这可能是因为,要素市场的发育有

助于实现信息互联与数据共享,这种资源的充分

流动既能便于企业整合创新要素,优化补贴资源

的配置效率,又能提升政府对知识产权的监管效

率,为协同创新提供了资源基础和公平环境。 而

混乱的市场环境则可能导致协同创新的资源分散

和短视化决策,不利于协同创新的开展。
此外,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异质性则没有呈

现出上述效应。 可能的原因在于,数字经济的空

间溢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地区间数字基础

设施差异导致的补贴效果不均。 因此,地区补贴

政策的优化应结合当地的数字基础设施条件。
表 7　 数字基础设施、市场环境的调节效应分析

变量

数字基础设施 市场环境

总体 总体 好 差

(1) (2) (3) (4)
lncol lncol lncol lncol

lnsub 0. 199∗∗∗

(0. 058)
0. 181∗∗∗

(0. 054)
0. 175∗∗∗

(0. 057)
- 0. 755∗

(0. 411)

sub × diginf 0. 127∗∗∗

(0. 041)
— — —

lndiginf 0. 018
(0. 240) — — —

sub × marind — 0. 444∗∗∗

(0. 105)
0. 538∗∗∗

(0. 127)
- 0. 440
(0. 519)

lnmarind — 0. 720
(0. 521)

2. 482
(1. 963)

- 0. 755∗

(0. 411)
N 1 378 1 378 687 688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Year FE 是 是 是 是

Province FE 是 是 是 是

Adj-R2 0. 204 0. 254 0. 239 0. 202

(七)进一步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政府补贴对协同创新的影

响,本文从两个维度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

析:协同创新效率与协同创新产出持续性。 在衡

量协同创新效率时,本文采用 DEA 方法中的

BCC 模型。 选择依据在于,DEA 方法不依赖于生

产函数的具体形式,且 BCC 模型假定规模报酬可

变,较为契合投入与产出间的复杂关系[59] 。 创

新投入使用专利代理机构数、专利发明(设计)人
数两项指标进行衡量。 特别地,在统计专利发明

人数时,对人数和申请单位数均大于 1 的指标进

行了筛选。 创新产出使用企业联合申请获得的

专利数指标进行衡量。 上述投入产出分项指标

均按年度进行加总。 在衡量协同创新产出持续

性时,仍使用联合申请获得的专利数,并结合何

郁冰等[60] 的处理方式,采用其环比增长率乘以

当期数据的度量方法,并将当期数据与前一期数

据相结合,公式如下。
lncolouti,t =

ln colt + colt -1
colt -1 + colt -2

(colt + colt -1) + 1[ ] (20)

进一步分析的结果如表 8 所示,主要变量均正

向显著。 说明政府补贴会对企业协同创新的效率、
协同创新产出持续性产生正向影响。 可能的原因

是,补贴推动了产学研合作,从而使得创新网络密集

化、知识流动快速化,提升了协同创新效率,且补贴

通过改善市场结构,为企业的协同创新产出持续性

提供了外部竞争性动机。 政府可以由此调整补贴方

式和对象,以提高对协同创新的促进效果。
表 8　 协同创新维度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变量

协同创新效率 协同创新产出持续性

(1) (2)
coleff lncolout

lnsub
0. 008∗∗∗ 0. 296∗∗∗

(0. 002) (0. 091)
N 1 378 544

Controls 是 是

Year FE 是 是

Province FE 是 是

Adj-R2 0. 459 0. 238

四、模拟仿真分析

上文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地区的政府补

贴对协同创新存在差异性影响。 为了更深入地识

别此差异并探究深层次原因,使用 NK 模型开展模

拟仿真。
首先,进行分区域的二维两阶段仿真:第一阶

段描述无政府补贴情况下,不同区域新能源汽车

企业协同创新演化、达到峰值的过程;第二阶段描

述加入政府补贴后的演化过程。 相关 NK 模型参

数如表 9 所示。
图 2 ~图 5 所示的仿真结果表明:①在无政府

补贴的情况下,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协同创新演化呈

现出波动性,且存在最优的协同创新水平,而加入政

府补贴后的演化过程也呈现波动趋势,存在一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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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NK 模型参数表
参数 Kauffman 的原始 NK 模型 修改后的 NK 模型

N 物种或者基因的构成数量
协同创新水平(联合申请获
得的专利的企业平均数)

K 各物种或者基因之间的关
系强度

供应链效率的企业平均数

A 各物种或者基因拥有的等
位基因数量

各地区拥有的企业数量

F 每个基因对系统整体适应
度的影响函数

第一阶段:市场结构对协同
创新的回归所得函数
第二阶段:政府补贴对协同
创新的回归所得函数

图 2　 东部地区协同创新演化过程

图 3　 中部地区协同创新演化过程

图 4　 西部地区协同创新演化过程

图 5　 东北地区协同创新演化过程

反映最优补贴情境的协同创新最优水平;②由

于地区差异,不同地区企业协同创新的最优水平

有所不同;③政府补贴的引入能够提升新能源汽

车企业协同创新的最高水平,或有效减缓其波动

程度。 可见,补贴是推动新能源汽车企业协同创

新发展的有效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协同

创新成本和波动风险,从而激发企业的创新积

极性。
其次,本文仍使用 NK 模型,进行上述两阶段

的三维仿真。 图 6 ~图 13 展示了协同创新演化过

程的攀爬路线。 图中结果表明,新能源汽车企业

协同创新的演化过程存在区域异质性和波动性,且

图 6　 东部地区无补贴协同创新攀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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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中部地区无补贴协同创新攀爬路径

图 8　 西部地区无补贴协同创新攀爬路径

补贴加入前后,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协同创新演化

过程有所不同。 导致上述仿真结果的原因可能

是:①在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存在诸多可能导致波

动的负向因素,如“搭便车”行为及对技术泄露的

担忧[30],因此需要政府通过监管等方式介入,规范

各类主体的协同创新行为,以减缓波动程度;②不

同地区间的市场化进程和政府治理水平存在差

异,如存在要素市场改革进程与产品市场改革进

程的不一致[19],这种市场不完善会影响政府补贴

对企业协同创新的作用,又如协同创新政策的一

致导向性存在地区差异,导致协同创新主体之间

的行动同步化程度不一[61],进而导致不同地区的

协同创新最优水平存在差异。
以上二维和三维模拟仿真结果补充验证了研

究假设 H1b。

图 9　 东北地区无补贴协同创新攀爬路径

图 10　 东部地区有补贴协同创新攀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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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中部地区有补贴协同创新攀爬路径

图 12　 西部地区有补贴协同创新攀爬路径

五、结论及研究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从理论与实证角度,系统探究了政府补

贴对协同创新的影响机制。 基于 2011—2023 年中

国 A 股上市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数据和 NK 模型仿

真,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政府补贴对新

图 13　 东北地区有补贴协同创新攀爬路径

能源汽车企业的协同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第

二,政府补贴对协同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

地区和市场结构异质性。 东部地区企业和处于特

定市场结构中的企业从补贴中获得的协同创新提

升效应更为显著。 NK 模型仿真结果进一步证实

了不同地区间,新能源汽车企业协同创新演化路

径以及政府补贴效应的差异性。 第三,市场结构在

政府补贴促进企业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

用。 第四,数字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对政府补贴的

创新激励效应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进一步分析表

明,政府补贴不仅提升了协同创新的整体水平,还显

著提高了协同创新效率和产出持续性。
(二)研究启示

第一,构建精准化、差异化的补贴政策体系。
政府应基于产业发展阶段与区域创新生态差异,
实施精准靶向的补贴策略:针对不同市场结构特

征,科学设计补贴强度、方式与退出机制,优化资

源配置效率,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动

态平衡;针对区域差异,构建基于创新要素禀赋的

梯度化补贴框架,东部地区可侧重引导企业提升

协同创新质量与国际竞争力,中西部地区则可着

力培育创新集群与完善配套产业链。 同时,建立

健全补贴效果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通过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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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政策仿真,优化补贴投向与结构,形成财政

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多元化政策工具组

合,降低协同创新风险,促进区域内和跨区域创新

网络的深度融合与协同演进。
第二,构建市场结构导向的动态补贴机制。

政府应深入把握市场结构在补贴政策传导过程中

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机制,通过产业政策与竞争政

策的协同优化,营造有利于创新要素高效配置的

制度环境。 具体而言,应科学划分补贴类型边界,
实施从生产者补贴向消费者补贴的结构性转型,
减少直接干预导致的资源错配,提升补贴政策的

市场导向性;建立基于企业创新能力与市场表现

的差异化补贴标准体系,避免“一刀切”现象,引导

企业理性布局产能与技术路线;构建多层次知识

产权保护机制与开放共享的技术标准体系,降低

协同创新中的交易成本与知识溢出风险;完善基

于市场绩效评估的补贴动态调整与有序退出机

制,防止市场结构扭曲与创新路径锁定,确保补贴

政策与市场结构良性互动,实现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可持续创新发展。
第三,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创新生态体

系。 创新主体应主动适应政策环境变化,优化创

新战略与协同机制。 在企业层面,应基于价值链

定位与技术演进路径,构建差异化创新战略组合,
高效配置补贴资源与内部创新要素;推行开放式

创新范式,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共享机制与动态利

益分配体系,突破协同创新的组织边界约束。 在

学术机构层面,应充分发挥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

优势,构建“需求牵引、目标导向”的协同创新网

络;完善成果转化激励与考核评价机制,促进科技

资源高效转化与知识溢出。 在中介组织层面,产
业联盟与行业协会应强化平台赋能功能,构建跨

组织知识交流与学习生态,促进创新资源跨界融

合;推动形成“补贴引导—协同创新—价值创造—
再投入创新”的良性循环机制,提升新能源汽车产

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整体韧性与可持续竞争优势。
第四,构建数字赋能的创新生态与要素市场

化配置体系。 政府应深入挖掘数字基础设施与市

场环境对补贴政策创新激励效应的调节作用。 在

数字化层面,系统布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构建

“云—边—端”一体化的协同创新平台,推动区块

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立

行业级数据治理机制与开放共享标准,降低创新

主体间信息不对称与协作壁垒,促进知识流动与

技术扩散。 在市场环境层面,加速科技要素市场

化改革,完善技术、数据、人才等要素市场化定价

与高效配置机制;优化创新型企业融资环境,健全

创新风险分担机制;构建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破
除行政垄断与地方保护主义。 在数字经济与新能

源汽车产业融合发展背景下,应着力打造数据驱

动的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促进跨界协同与价值

共创,实现补贴政策效应与市场机制的最优耦合,
提升产业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文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由于数据可

得性限制,未能深入考察不同类型补贴(研发补

贴、购置补贴等)的差异化效应;其次,未能全面捕

捉协同创新的多维表现,特别是在质量维度的测

量上有待完善;最后,模拟仿真虽然揭示了补贴影

响协同创新的动态特征,但在参数设定和边界条

件方面仍有优化空间。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向拓展:一是细化补贴

类型,探讨不同补贴工具组合的协同效应;二是扩

展研究视角,纳入产业比较分析,考察不同产业补

贴政策效果的差异及其原因;三是加强微观机制

研究,结合企业异质性特征,进一步揭示补贴影响

协同创新的具体传导路径;四是深化数字转型视

角,探究数字技术如何重塑补贴政策的实施机制

与效果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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